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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60a 长三角地区极端 

高温时间变化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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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长三角地区 1951~2014 年 56 个国家级气象站点逐日气温记录资料，通过计算极端高温事件相关

指标（极端最高温 TXx，极端最低温 TNn，高温日数 Htd 和低温日数 Ltd），利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和 Mann-Kendall

时间趋势分析方法分析了长三角地区近 60 a 极端高温事件的空间分异特征和时间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城市化发展

对区域极端高温事件时空变异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极端高温事件指标均表现为一定的上升趋势，

极端低温指标（TNn 和 Ltd）线性变化趋势比极端高温指标（TXx 和 Htd）更为显著，变化趋势最显著的地区集中在

经济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及周边地区（如上海、杭州等）。（2）极端高温指标（TXx 和 Htd）多年平均总体表

现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趋势，而极端低温指标中 TNn 多年平均为由中部向南北两侧降低，Ltd 多年平均呈现自

中部向南北南侧增多的趋势。（3）从 1990~2000 到 2000~2010 年，城市化对极端高温事件的影响增强，快速城市

化对北部城市极端高温事件的影响高于南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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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 1951~2012 年全球气温上升了 0.72 ℃，人类活动是观测到的全球变

暖的主要原因[1]。温度的升高不仅直接影响温度极值的变化，而且导致高温干旱和暴雨洪涝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加

剧，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及能源、水资源和粮食安全等[2~5]。与气候平均态相比，极端气候事件对气候变化更敏感，其频

率和强度的改变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也更为严重[6]。极端气温事件的研究对于了解气候变化规律与探讨气候变化，区域风险预警

及防灾减灾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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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极端高温事件已有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采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极端高温事件的时空变化趋势特征[5, 7~12]，

这是目前国内大多数的研究主要侧重点；二是探讨极端高温事件的成因，现有研究主要从大气环流系统、海温、城市化引起的

热岛效应和下垫面变化(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等方面着手，利用建模分析和数据对比分析两种方法进行研究[13~17]；三是少量研究

关注于极端高温事件对人类身体健康以及生产活动等方面的影响评估[2, 3]。关于对于全球和区域气温变化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

和人类活动长期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有关，但其他因子也起到一定作用[18]。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探究人类活动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影响了气候变化[19~30]，这些已有研究指出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受不透水下垫面独特热力特性的影响，城市复杂多样的

地表覆盖布局对局地气候可产生显著影响[19~21]。现有的研究中，城市化对极端高温事件的影响可用城郊对比法[22~25]、Observation 

Minus Reanalysis (OMR)方法[26, 27]以及结合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和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分析[28~31]等方法进行测定。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最快速地区，也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人口高密度中心。近些年该地区极端高温事件频发，

人民的健康和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鉴于此，为了解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之下长三角地区极端气温的时空分异

规律及其对城市化的响应特征，本文基于该地区 1951~2014 年逐日气温数据和区域城市化发展相关资料，利用 Mann-Kendall (M-K)

趋势分析和脱钩指数分析方法对区域极端高温事件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以便为高效利用气候资源以及预测未来极端气温

变化趋势提供基础资料和参考依据。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长三角地区(27°14′~35°33′N，116°29′~123°45′E)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覆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全境，

总计 25 个城市，区域总面积 21.07 万 km2(图 1)。该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降水充沛，夏季高温天气形成主要受到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或受其边缘影响[32]。长三角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城市用地高度密集，已成为我国城镇分布密度

最高、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33]。作为我国高速经济发展中心，在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的情景下，极端高温事件对该地

区经济发展、城市生态建设以及人民的生命健康有着显著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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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用的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发布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选取长三角地区 1951~2014

年 56 个气象台站(总计 2052 站点·年)的逐日地面气温观测数据(包括日最高气温和日最低气温)。其中，30 个气象台站覆盖浙

江省内所有地级市，24 个气象台站位于江苏省境内的 11 个地级市(泰州和镇江无气象站点数据)，2个气象台站位于上海市境内

(图 1)。气象台站数据均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和数据检查，包括时间一致性检验、错误值与异常值筛选等。对于极个别缺值，

采取邻近站点插补或多年平均值代替。对于站点迁移(如南京站在 2008 年发生站点迁移[34])，由于本文时间变化分析上采用的长

时间序列分析以及空间上采取的是多年平均值进行分析，且站点迁移年份时间较短，本研究中暂未考虑台站迁移对于区域研究

结果的影响。 

为了定量表征极端高温事件时空变化特征，本文参考世界气象组织(WMO)气候学委员会(CCI)及气候变化和可预测性研究计

划(CLIVAR)联合提出的气候变化监测指数(ETCLTDI)[7, 24]，选取极端最高温(TXx)和极端最低温(TNn)表征近 60 a 来长三角地区年

最高温和年最低温的波动范围，选取高温日数(Htd)和低温日数(Ltd)表征一年内温度较高和较低的日数在年际间的波动[8](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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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大部分国

家和地区，多使用非农人口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这种方法表征性强、便于统计、便于相互比较，在单一指标法中具有较高

的准确性[35]。除此之外，城市化是一个地区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可以基本概括为人口城市化、

空间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 4个方面[36, 37]，其中人口城市化对城市化子系统的贡献度最大，其平均信息熵约为 0.99[36]。

因此，在分析城市化对极端高温事件影响时，考虑到数据完整性限制，本文以可获取较为完整的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

衡量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的指标，重点选取资料较为完整连续的 1990~2010 年为研究时段分析长三角地区 23 个城市(除泰

州、镇江)城市化水平对极端高温事件的影响。长三角地区的人口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2011)、《江苏统计

年鉴》(1991~2011)、《浙江统计年鉴》(1991~2011)、《上海统计年鉴》(1991~2011)。 

1.3 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对 4个极端高温事件指标进行统计整理，利用 ANUSPLIN 插值算法对长三角地区的极端高温事件进行空间变异特

征分析，使用 Mann-Kendall 趋势分析方法长三角地区及区域内各城市以及各个站点的长时间序列极端高温指标进行趋势变化分

析与检验。其中，ANUSPLI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pline)算法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利用 Fortran 开发的空间异

相关插值模型，其基于薄盘样条函数理论，引入多个影响因子作为协变量进行气象要素空间插值可提高插值精度且能同时进行

多个表面的空间插值[38]。基于秩的 Mann - Kendall 趋势分析方法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广泛应用于气象、水文等领域[39, 

40]。本文根据信度 90%、95%和 99%给出三个级别，分别是“显著”、“较显著”和“非常显著”。 

最后，基于脱钩指数法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极端高温事件与城市化率之间的脱钩关系，即两者关系是否存在。脱钩指数(DI)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DI 为某一时期的脱钩指数，Send和 Sstart是某时期始、末年份的极端高温事件指标，ΔS是某时期极端高温事件指标的

变化率，Urend和 Urstart为某时期始、末年份的城市化率，ΔUr 是某时期城市化率的变化率。由于高温日数 Htd 和低温日数 Ltd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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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值存在，ΔS 会无法计算，因此只对极端最高温 TXx 和极端最低温 TNn 进行脱钩指数分析。本文将脱钩划分为 4 种脱钩程度，

如表 2 所示。 

 

2 结果与讨论 

2.1 长三角地区极端气温时空变异分析 

2.1.1 极端气温时间变化趋势 

研究时段内(1951~2014 年)长三角地区极端最高温 TXx (图 2a)的最高值为 39.24 ℃(2013 年)，最低值为 34.25 ℃(1982

年)，高温日数 Htd (图 2c)最大值为 34.60 d (2013 年)，最小值为 2.91 d (1982 年)，极端高温指标(TXx，Hτd)两者总体表

现为“高-低-高”的特征。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极端高温指标为下降趋势，90 年代之后开始上升，进入高温多发期。与极端高

温指标相比，极端低温指标(TNn，Ltd)呈现明显的线性变化趋势，其中极端最低温 TNn 表现为逐年上升趋势，气候倾向率为 0.6 ℃

/10 a (R2=0.74，p < 0.05)(图 2b)，低温日数 Ltd 呈现线性减少趋势，气候倾向率为-2.2 d/10 a (R2=0.59，p < 0.05)(图 2d)。 

基于 Mann-Kendall 趋势分析方法，长三角地区极端高温指标(TXx，Htd)均通过 90%置信度显著性检验，为“显著”程度，

其 Z值分别为 1.64、1.57；极端低温指标(TNn，Ltd)均通过 99%置信度显著性检验，为“非常显著”程度，其 Z值分别为 4.68、

-4.51。对比两组指标的 Z值可发现，虽然两者均表现为一定增温变化趋势，但是极端低温指标比极端高温指标变化趋势更显著

且增温速率更快。其中南京站在 2008 年发生站点迁移并未影响其近 50 a 的极端气温增温趋势。长三角地区的极端气温变化趋

势与 Shannon 研究大多伦多地区的温度极值记录变化趋势的结果一致[41]。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变化幅度

也不一致，最低气温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最高气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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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极端高温事件指标空间变异特征 

从 1951~2014 年的长三角地区极端高温事件指标多年平均值空间分布看(图 3)，4 个极端高温事件指标空间分布差异明显。

极端高温指标(TXx，Htd)总体呈现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这种分布特征主要是受到海陆分布和海陆风对气温的影响[43]。

高值区均出现在浙江西南部地区的金华市和衢州市两市，其 TXx 最高值为 39.71 ℃，Htd 最高值为 37.27 d，低值区域主要集中

在东部沿海地区，如江苏省东部城市、舟山市、台州市，以及浙江南部的温州市。相比之下，极端低温指标层状分布较为明显，

其中 TNn 总体上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分布特征，而 Ltd 总体上表现为中部低、南北高的分布特征，表明中部地区(包括苏南、

浙北、上海)极端低温指标偏暖，而浙南山区由于海拔较高，极端低温指标比苏北平原地区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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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2014 年长三角地区各地级市极端高温事件指标的变化趋势及显著性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表 3)。总体上极端低温指标

(TNn，Ltd)比极端高温指标(TXx，Htd)趋势变化更显著。极端高温指标通过 99%显著性检验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水平较发达的



 

 8 

城市，且多位于杭州湾和苏南地区一带。极端低温指标除衢州市通过 90%的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城市均通过 99%显著性检验。由

4个极端高温事件指标 Z检验值可看出，极端低温指标的 Z绝对值普遍大于极端高温指标，表明极端低温指标变化速率快于极端

高温指标。 

 

长三角地区各气象站极端高温事件指标变化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图 4)。参与 Mann-Kendall 趋势分析的 34

个站点(观测年份 > 20 年)中，极端高温指标(TXx，Htd)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站点数分别为 22 和 17，表现为上升和增加趋势各占

91%和 94%。极端低温指标(TNn，Ltd)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站点数分别为 33 和 34，其中 97%的站点 TNn 表现为上升趋势和 94%的站

点的 Ltd 表现为减少趋势。4 个极端高温事件指标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较为一致，极端高温指标(TXx，Htd)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的

地区为杭州湾以北(上海和苏锡常地区)及以南沿海区域，增温趋势最大值的站点均为宁波市的鄞州站 4.63 和 3.88(Z 检验值)，

而下降(减少)趋势和未有显著变化的站点多集中在苏北、浙江南部和西部地区，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的站点为淮安市的淮阴(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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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极端低温指标中 TNn 上升趋势高值站点和 Ltd 减少趋势高值站点多分布于苏北地区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如 TNn 上升趋势最

大值和 Ltd 减少趋势最大值分别出现在台州市大陈站(5.20)和杭州站(-5.6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北部比南部增

温趋势较为明显，东部沿海地区比西部明显，这与闫俊等人分析结果较为类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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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整个长三角地区极端高温事件指标的 Mann-Kendall 趋势检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整个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

还是各个气象站点，虽然极端高温指标的趋势变化没有极端低温指标变化显著，但从各个尺度综合反映出长三角地区气温在近

60 a 里呈现上升趋势。从城市和站点的趋势变化的空间分布来，上升趋势最显著、最快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水平和城市化

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杭州湾和浙江东部沿海城市。 

2.2 长三角地区极端高温事件变化对城市化的响应 

1990~2010 年期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十分迅速，城市化率 Ur 由 1990 年的 0.29 上升到 2010 年的 0.64，增长率

超过 100%。1990~2010 年(图 5a)，TXx 与城市化率之间脱钩指数除连云港外，其他城市均为相对脱钩状态，TNn 与城市化率之

间脱钩指数以绝对脱钩为主，占 65%，相对脱钩占 25%，耦合状态占 10%，相对脱钩和耦合状态的城市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 

将 1990~2010 年分为两个时段，对比分析两种脱钩指数的变化情况。1990~2000 年 TXx 与城市化率的脱钩程度达到相对脱钩

和绝对脱钩的城市几乎各占 1/2(图 5b)，其中相对脱钩的城市多位于杭州湾一带以及浙江东南沿海的台州市和温州市，TNn 与

城市化率之间的脱钩程度仍以绝对脱钩为主，占 65%，相对脱钩占 20%，耦合状态占 15%。2000~2010 年 2 个极端高温事件指标

与城市化率脱钩状态发生明显的转变(图 5c)，除徐州市外，所有城市的 TXx 和城市化率的脱钩状态均达到相对脱钩和耦合状态，

江苏省大部分城市的 TNn 与城市化率脱钩状态由绝对脱钩转变为相对脱钩，而浙江省却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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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对 TXx 的影响比 TNn 更大。从 1990~2000 年到 2000~2010 年，城市化对两种极端

高温事件指标的影响逐渐增强，TXx 与城市化率脱钩指数为相对脱钩和耦合状态的城市由 9 个增加到 19 个，TNn 与城市化率脱

钩指数为相对脱钩和耦合状态的程度由 7 个增加到 10 个，这些发生明显转变的城市多位于苏北地区，说明北部地区城市的城市

化发展对极端高温事件指标的影响高于南部地区，可能是由于苏北地区比浙江南部地区在 2000 年之后城市化水平得到更快速的

发展。此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极端高温事件指标对城市化发展的响应关系。 

3 结论 

本文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 1951~2014 年国家气象台站的逐日气温观测数据，分析该地区

极端高温事件时空变异特征及其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响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过去近 60 a 中长三角地区极端高温事件指标呈

现增温趋势，主要表现为极端高温指标(TXx，Htd)呈现“高-低-高”变化趋势，极端低温指标(TNn，Ltd)表现为线性变化趋势，

且极端低温指标变化趋势较极端高温指标更为显著。极端高温事件指标的多年平均值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空间变异性，受

地理位置、海拔高度以及气候条件的影响，高温区域集中在长三角中部地区，包括上海、苏南和浙北地区，低温区域集中在长

三角北部、南部山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对长三角地区各地级市和各气象站的极端高温事件指标进行 Mann-Kendall 趋势分析，均

发现极端低温指标增温变暖趋势较极端高温指标更显著，且变化趋势较大的气象站多位于经济水平较发达的杭州湾、苏南地区

以及东部沿海城市。通过引入脱钩指数分析方法，分析了长三角地区 1990~2010 年极端高温事件指标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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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现城市化发展对 TXx 的影响较 TNn 更大，由两个阶段中两种脱钩指数变化情况可看出，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对极端高温

事件指标的影响力确有增强，且北部地区城市的城市化发展对极端高温事件指标的影响明显大于南部地区。 

区域气温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主要与全球性气候变暖有关，但局部地区由于自身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等社会因

素，以及下垫面的变化和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性。因此本文侧重于城市化发展对长三角地区极端高温事件

的影响这一视角，并尝试引入脱钩指数进行分析，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城市化的发展确实对极端高温事件具有一定程度

的影响。但由于数据的完整性限制，本文的脱钩指数分析未能全部覆盖长三角地区 25 个城市，且仅对可获取连续城市化资料的

1990~2010 年进行分析，以非农人口占比度量城市化水平，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客观表达城市化水平，但仍然缺乏全面性，因此在

后续的研究中可以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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